
近代中國士人面臨西潮衝擊，在

中國已由文變野、實際處於「世界」的

邊緣甚至未能「進入」世界的背景之

下，多數中國讀書人都在思考一個共

同的問題：中國向何處去？由於政教

相連的中國傳統對「學」的強調，這個

問題無時不刻與「學」相關（這是民初讀

書人常能從「物質」上看到「文明」的一

個重要潛因）；反之，當許多人說「學」

的時候，其實考慮的、關注的又決非

僅僅是學術，而是遠更廣闊的國家民

族存亡和發展一類大問題。因此，從

清季保存國粹的朝野努力及由此而起

的爭論開始，到新文化運動時的整理

國故、再到北伐前後兩次關於國故和

國學的大討論，這一系列論爭都以學

術為題，卻遠遠超出了「學術」的範

圍，而形成了社會參與相對廣泛的思

想論爭1。

這些論爭有的已為學者所注意而

語焉不詳，有的則較少受到學者關

注。如果說清季的材料相對不易搜

集，民初幾次爭論的材料其實並不稀

見，而且參與這些論爭的人物（特別是

新派人物）大多數已經「青史留名」，他

們的具體言論似乎仍未受到足夠的重

視2。朱維錚先生約十年前曾指出，

新文化運動期間「新潮」與「國故」兩派

的論爭，「在學術上並沒有超出」劉師

培「當年的主張」3。這一睿見並未引

起研究者的注意，而朱先生該文意不

在此，也僅僅點到為止。實則幾次論

爭的觀念可見明顯的傳承（當然也有變

化），尤其是各次論爭的核心關注點基

本一致，但既存研究中基本未見將其

聯繫起來的思考和討論。

庚子以後，清季朝野皆曾有保存

國粹的願望和具體的努力。民間的「國

粹派」近年受到研究者更多關注，直接

以「國粹派」或「國粹主義」為題的研

究，較早的有楊天石的〈論辛亥革命前

的國粹主義思潮〉4；此後中國大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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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進入非常時期，倒是美國學者施奈

德（Laurence A. Schneider）和伯納爾

（Martin Bernal）分別著有〈國粹與知識

份子〉和〈劉師培與國粹〉5；到二十世

紀80年代則有胡逢祥的〈論辛亥革命

時期的國粹主義史學〉6；進入90年

代，相關論著漸多，其中鄭師渠的《晚

清國粹派》是迄今為止我所見到的關於

「國粹派」最為詳盡的研究7。此外，

廣義的近代中國民族主義、近代學術

史、思想史和具體的南社、同盟會、

辛亥革命以及相關人物（特別是章太

炎）的既存研究多少都與「國粹派」相

關，均不容忽視，此不贅。

不過，由於國粹學派所涉及的內

容非常廣泛，如學派之內各人觀念的

異同、清季保存國粹的朝野努力、以

及國粹與歐化之爭等一系列問題仍有

許多可以探討之處。尤其清政府方面

保存國粹的相關努力很少有人關注，

將朝野的類似關懷結合起來探討者更

幾乎未見。實則清季朝野雙方不僅有

對立的一面，也有共同的一面；在保

存國粹方面，有時像章太炎和張之洞

這樣在政治觀念上對立的人，其文化

共識的程度或者還超過太炎與吳稚暉

這樣政治觀念相近之革命黨人。

從辛亥革命到張勳復辟，國人似

更多關注直接的政治問題。胡適在二

十世紀20年代初注意到，因古學界青

黃不接所造成的學術寂寞使許多人產

生古學將要淪亡的悲觀，結果「很自

然的發出一種沒氣力的反動的運動

來」8。然而造成那時與「古學」相關的

學術寂寞恐怕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便

是「學術」、特別是國人真正熟悉的傳

統中國學術在此期間基本淡出思想言

說的中心。在民初趨新的大勢下，一

些舊派人物試圖挽狂瀾於既倒的努力

的確只能是「沒氣力的反動」。

真正使國學／國粹回到思想言說

中心的是五四後新派人物推動的「整理

國故」運動。這一當時影響巨大的努力

雖然在各種思想史和學術史論著中不

時被提到，但不知為何迄今少見專門

而系統的研究。陳以愛最近關於北京

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的新著，雖然僅選

取一個機構在一段時期（1922-27）Ð的

發展進行探討，或可說是這方面第一

部比較詳細的專著9。此前較有分量

的論文多側重於提倡整理國故最力的

胡適，然數量也不多bk。新近一些學

術史研究對此有較前更具體的關注（即

不僅是提及而已），尤其桑兵教授對

「國學」的整體性研究論著仍在刊布之

中bl，但關於「整理國故」的專門研究

仍待來者bm。而1919-29年間幾次關於

國故或國學的思想論爭，既存研究或

偶爾提到，或幾乎未見提及，顯然未

受到足夠的重視。

從清季起這一系列思想論爭最顯

著的主線是（廣義的）學術與國家的關

係，在近三十年間大體經歷了從保存

國粹到整理國故再到不承認國學是

「學」這一發展演化進程。從稱謂看，

又大致經歷了從「中學」到「國學」／「國

粹」再到「國故（學）」／「國學」這一過

程。在一定程度上或可以說，「國

粹」、「國學」、「國故」等詞彙的大量引

入思想言說之中，恐怕就因為「中學」

已經失去吸引力和競爭力，尤其「國

學」明顯是「中學」的近義詞。章太炎在

1906年鼓吹「以國粹激動種姓」時，他

（以及主張以歷史激發愛國心的梁啟超

等）有意無意間不過是換一個標籤而試

圖將在時人思想言說中已經邊緣化的

「中學」拉回到中心來；但正由於國粹

與中學的接近，這一努力的成就有

限，或可說基本是不成功的。

就清季而言，從「中學」而「國學」

從清季起一系列思想

論爭最顯著的主線是

學術與國家的關係，

在近三十年間大體經

歷了從保存國粹到整

理國故再到不承認國

學是「學」這一發展演

化進程。「國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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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具體到個人則可能還先言「國

粹」而後說「國學」bn。但許守微1905年

發表在《國粹學報》的〈論國粹無阻於歐

化〉一文提示&「學」這一稱謂至少在中

西對立方面已明顯改變（詳後），章太

炎恰在次年鼓吹「以國粹激動種姓」顯

非無因而至。到1908年，太炎自己在

其〈規新世紀〉一文中已將「國粹」、「國

學」和「國故」三詞並用，那時基本是作

為互換的同義詞而避免文字的重複；

但一年多後他將其重要著作命名為《國

故論衡》，則意味&在意識層面對「國

粹」的正式棄用，且多少隱含&「反戈

一擊」之意：「國故」當然比「國粹」更中

性，而「論衡」則義本王充，明顯有商

榷批評之意。不過，「國故」一詞的真

正流行還在十年之後了。

對一般人而言，「國粹」、「國

學」、「國故」這幾個名詞在清季民初二

三十年間大致為許多人互換使用。如

果姑以「國學」統稱之，則甚麼是國

學？國學是否妨礙中國「走向世界」？

以及國學（或其後來的變體「文化史」）

自身怎樣走向世界？這些都是當年學

人與學術社會非常關注並一直在思考

和爭辯的大問題。就表述方式言，或

可以說許守微1905年凸顯的「國粹與

歐化之爭」是從「中西學戰」到「中西文

化競爭」之間的過渡階段，三者基本同

義。清季朝野各方在努力保存國粹的

同時已對「歐化」採取既抵拒又包容的

態度，民初學人大致繼承了這一取

向。由此視角考察從保存國粹到整理

國故再到不承認國學是「學」這一蘊涵

複雜而發展曲折的演化進程，當更容

易看出各派觀念的異同所在。

總體地看，庚子後士人關懷的主

要問題及許多具體論題、論點皆與甲

午至戊戌維新時相類，有明顯的繼承

性；但不同之處也清晰可見，主要因

士人思想資源的擴充、日本的影響增

強、戊戌後康梁的逃亡辦報、雜誌的

大量湧現和留日學生開始較多發言

等，而用以表述思想的術語尤可見明

顯的突破。當時一個顯著的特徵是

在共同的關懷之下卻常常缺乏共識，

比如當時一般人眼中的新舊雙方（以

及新舊陣營內不同的派別）大家都意在

致用，而何為「有用」，所見卻大不

相同，這是時人言論分歧的一大關

鍵。

十九至二十世紀之交的思想關聯

部分即體現在甲午中日戰爭後開始的

關於中學（舊學）是否有用、有甚麼

用、及甚麼才有用等系列問題對庚子

義和團之役後士人的影響，並因此產

生關於物質文明與文質文明的區分和

對後者的特別注重，復因中學（主要在

物質層面）的「無用」發展到中國「無學」

的認知，而中西學戰的存在又不允許

中國「無學」，結果導致對中國傳統學

術進行「君學」與「國學」的區分和對「古

學」的全面疏理（部分也因欲模仿西歐

實行中國的「古學復興」），最後由於古

學難以包容西學而使更具開放性的「國

學」或「國粹」這樣的新術語得以流行。

這一進程未必呈線性發展，但大體維

持&一種邏輯的聯繫。

庚子後士人多以為政府不足以救

亡，因而不可恃，故朝野雙方在政治

上相當對立。但在文化方面，畢竟國

粹學派的組織是國學保存會，其標誌

與同樣明確以「保存國粹」為口號的「存

古」取向非常相近；且雙方都不同程度

地傾向於中西調和的取向，對稍後所

謂「歐化」取容納態度，而非完全排

斥；故當時朝野之間的衝突和緊張程

度不像以前認知的那樣嚴重，可見明

顯的共性。在朝廷的一面，張之洞所

1 9 0 8年，章太炎在

〈規新世紀〉一文中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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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命名為《國故論

衡》，則意味ú在意

識層面對「國粹」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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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粹、國故與 105
國學的思想論爭

謂欲強中國不得不講西學、欲存「中

士」之認同又不能不講中學那種曲折心

態相當有代表性；在民間則有提倡開

放的國學、強調國粹不阻歐化的國粹

學派。兩者的共性是大致遵循溫故知

新或「新故相資」的取向，希望走出一

條魚與熊掌兼得之路。

不過，官方與民間關於保存國粹

的具體取向則頗不相同，且時常視對

方為對立面，這一實際存在的衝突和

對立無論如何不能輕視，故國粹學派

與辦理存古學堂的官方在保存國粹方

面的實際努力及其觀念異同值得認真

考察。而且，當時仍有不少人更多看

見國粹與歐化那衝突的一面。同樣以

歐洲為學習榜樣的吳稚暉等提倡無政

府主義者，當時就認為中國「古學」缺

乏可開發的思想資源，明確表示不贊

同「古學復興」，而主張直接走「歐化」

之路。對特別強調「國家」存在意義的

國粹學派來說，若棄國粹而歐化，結

果可能是雖富強而文明卻已非「中

國」，故在清季最後幾年本來對歐化持

開放態度的國粹學派、特別是章太炎

等人針對棄國粹而歐化的主張進行了

激烈的鬥爭，其核心則在語言文字之

上：始則貶斥「東瀛文體」，繼而反對

採用「萬國新語」，這與清季語言文字

地位的上升有直接關係。

隨&近代尊西趨新大勢的強化，

起源於傳教士的中國文字難這一觀念

在許多中國士人中日益普及，且被認

為是造成中國人識字率不高故影響「開

智」的主要原因，因而出現了簡化中國

文字甚至再造中國新文字的主張，後

者多與拼音化相關，更甚者則提出廢

棄中國語文而採用萬國新語，在巴黎

的無政府主義者鼓吹尤力。與此同

時，由於西方民族主義思想在清季最

後幾年的引入，前此不甚被看重的語

言文字地位逐漸上升，被視為「國粹」

的要素之一；故國粹學派所提倡的「古

學復興」，其一個重點即落實在語言文

字之上。

語言文字是表述思想的工具還是

構成民族或「國粹」的要素？它是否應

為中國在近代中外國家競爭中的表現

不佳承擔責任？它能否影響晚清朝野

試圖改善中國在世界的地位這一共同

的目標？如果能夠，怎樣影響？中國

應該拋棄傳統、減輕包袱、走直接「歐

化」之路還是尋求一條國粹包容歐化的

「古學復興」之路？這些問題在清季最

後幾年受到朝野共同關注，並引起激

烈的觀念競爭。如果一個物質上像歐

美或日本那樣「富強」、文化上像它們

那樣「文明」、但其認同上已沒有多少

「中華」成份的「國家」出現在東亞大陸

之上，這個「國家」還是「中國」嗎？用

今日的話說，當實現中國「國家」這一

實體富強（甚至「文明」）的目標與落實

在中華民族之上的中國這一「民族國

家」的存在發生衝突時，應該做出何種

選擇？

對於這些問題，當時的國粹學派

和歐化派（皆取其大意）有&相當不同

甚至對立的答案。而革命黨人內部的

對立有時甚至超過其與清政府的衝

突，後者那時也在充滿內部阻力的情

形下嘗試推行拼音化的「簡字」。章太

炎等也曾受到無政府主義影響的人卻

不能容忍用「萬國新語」取代中文，結

果形成一場革命黨人內部的爭論。此

前，與語言文字密切相關的文體問題

已成為朝野共同關注的一個焦點。在

「東瀛文體」及構成此文體的重要特徵

「新名詞」越來越流行於中國的同時，

貶斥和抵制「東瀛文體」也日漸形成朝

野一致的風氣（這並不意味&這樣的

「一致」是朝野共謀的，也未必是有意

吳稚暉認為中國「古

學」缺乏可開發的思想

資源，明確表示不贊

同「古學復興」，而主

張直接走「歐化」之

路。對特別強調「國

家」存在意義的國粹

學派來說，若棄國粹

而歐化，結果可能是

雖富強而文明卻已非

「中國」，故在清季最

後幾年，針對棄國粹

而歐化的主張進行了

激烈的鬥爭，其核心

則在語言文字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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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清季士人對一些基本思想和學

術問題的見解，揭示出時人對日本這

一敵國既試圖效法又欲有所區別的心

態，尤可見當時新舊的糾纏互滲已到

較難區分的程度。

「國粹」一詞被其主要的倡導者棄

用，部分也因為他們本不認為中國傳

統一切皆「粹」，而提倡將傳統區分對

待，故曾重建出別於「君學」的「國

學」。而且，國粹學派正是在試圖區

別於日本「國粹主義」之時隱約覺察到

「國粹」這一新名詞有些問題，並開始

探索可否以其他更恰當的方式來表述

「國粹」。章太炎便重新詮釋了「國故」

一詞而使之流行。傅斯年指出，「國

故一詞，本為習用，即國朝之掌故

也。乃太炎盡改其舊義」。然因「清末

民初，人以國學二字為不妥，遂用國

故」bo。

五四後興起的「整理國故」的努

力，以其影響範圍的廣闊和參與者的

眾多，大致可以算作一場「運動」。而

整理國故的主張甫提出便引起了爭

議，引發一場以北大學生為主的思想

論爭。與清季相同，論爭雙方的共同

之處不少，尤其是繼承了晚清學戰的

傳統，特別注重「學」或後來開始流行

的「文化」層面。就其既與學術相關然

其關懷又超越於學術的特徵而言，這

次論爭是從清季開始的系列論爭的一

部分，它上承清季保存國粹的朝野努

力及由此而起的爭議，下啟與「科學與

人生觀之爭」同時及北伐之後兩次關於

國故和國學的討論。

與清季關於國粹的論爭相近的

是，1919年這次論爭已不是純粹中西

之間的學戰，「一切以古義為斷」的「大

國故主義」已基本退隱，參與思想競爭

的已是大致繼承了清季保存國粹論者

的中西調和取向而主張「國故和科學並

存」的另一種「大國故主義」了。此後即

使這樣的舊派也逐漸淡出，到1923年

初胡適和梁啟超為清華學生開具「國

學書目」，又引發一輪關於整理國故的

新爭論；這次再爭論已不在新舊兩派

中進行，參與者基本皆新派人物，毋

寧是一場新派內部試圖整合觀念的努

力。那時不論支持還是反對整理國故

之人都經常援引「科學」以為助，像吳

稚暉、康有為這樣政治、文化立場都

相當不同的老輩此時均特別強調中國

急需的是「科學」的物質層面，而林玉

堂（林語堂）等幾位對「國學」認知不甚

相同的年輕留學生卻更注重「科學」的

整體性（其實是更側重其「精神與方

法」），並進而提出了「科學的國學」的

口號。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吳稚暉那時

要反對的已是用西方觀念武裝的「洋八

股」，可知咸同時一些士人主張的中學

勝於西學這樣一種「純八股」觀念已不

能在民初的思想言說中立足而參與思

想競爭，主張完全回向傳統的取向即

使存在，也如毛子水在1919年所說，

因「錯處容易明白」而沒有多少反對或

打擊的必要bp。由於「中學」先後以「國

粹」或「國故」的表現形式重新進入中國

思想言說的中心，一些新文化人發現

此時「八股」又因「洋」的包裝和支持隱

而復顯，兩者的結合對中國的發展構

成了新的甚至可能是更嚴重的「威

脅」。吳稚暉便認為「洋八股自是一種

當行出色的新國粹」，他最擔心「若真

真把線裝書同外國文學配合成了洋八

股，當此洋功名盛到頂點時代，那就

葬送了中國，可以萬劫不復」bq。在西

學掌握「話語權勢」的時代，「國粹」若

有西學為之正名，將難以破除打倒，

這才是吳所懼怕的。

五四後興起的「整理國

故」的努力，引發一場

以北大學生為主的思

想論爭。就其既與學

術相關然其關懷又超

越於學術的特徵而

言，這次論爭上承清

季保存國粹的朝野努

力及由此而起的爭

議，下啟與「科學與

人生觀之爭」同時及北

伐之後兩次關於國故

和國學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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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導致一些新派學者轉變態

度的重要因素，他們在最初論證整理

國故的正當性和必要性時，基本不存

「打倒舊文化」之意，但到北伐前後幾

年間卻轉而將整理國故與破壞性的「打

鬼」聯繫起來。最具象徵意義的是與整

理國故有一定距離的文學研究會在

1923年和1929年的《小說月報》上分別

刊發兩組相關文章，前者力圖為整理

國故正名，後者卻激烈反對國學。其

實在整理國故運動內部本存在一種從

病理學的意義來看待整理國故的思

路，以為通過整理可防治中國固有的

疾病。沿此理路走向「打鬼」甚而主張

基本放棄整理國故也是比較自然的發

展，但新派學者這一態度的逆轉主要

還是與當時的世風密切關聯，許多人

正是基於整體性的新舊不兩立的認

知，為劃清與「舊派」的界線而走上反

對自己前期主張之路。

從十九世紀末的甲午戰爭到

1945年抗戰結束，對於久處外患壓迫

下的中國士人來說，二十世紀20年代

可能是中外「國家」實體競爭最為淡化

的時段。此時與清季的最大區別是「學

術」與「國家」的疏離：對強調「國無

學則不立」的清季士人來說，國學既不

能「無用」，也不能不是「國粹」；但對

提倡「科學無國界」的新文化人來說，

「學術」與「國家」可以無關，至少關

係不密切br。正是在這樣一種立場之

上，「國學」本身成為可以比以前遠更

輕鬆地進行討論的題目。隨&一度風

靡的整理國故開始走向衰歇，「國學」

本身的學科定位或學術認同也產生了

問題。有的學者試圖用「國故學」來取

代「國學」，有人根本主張「國學」不是

「學」。

然而，胡適等人轉變其對整理國

故的態度本身又是認為「國學」妨礙了

「中國」這一國家實體的發展，即鄭振

鐸擔心的會「有阻礙於中國民族的進步

與發展」、特別是阻礙「中國國力及文

化的發展」bs，無意中仍回到「國家」立

場之上。結果，在較少受到外患直接

壓迫的情形之下，一度疏離的「學術」

與「國家」再次凸顯出其緊密的關聯，

體現了民初思想對清季思想的繼承。

或者說，在意識層面力圖區分「學術」

與「國家」的民初趨新學者在下意識層

面仍相當注重「學術」與「國家」的關

聯。

其實，趨新學人在意識層面與下

意識層面之間的此種心態緊張本肇端

於清季，當時國粹學派一些核心人物

一方面自己推動學術「物質化」的趨

勢，卻又（多半無意識地）試圖扭轉這

一趨勢；他們的思想資源日益西化，

卻又不能完全認同西方思想；在其界

定的「國學」或「國粹」向西學開放的同

時，卻又不能迴避中西「學戰」的實際

存在；西來的民族主義學理喚醒了

許多人內心中潛伏的夷夏之辨觀念，

並因此而導致反滿革命意識，但當

面臨「中外」這一更基本的衝突時，區

分滿漢的觀念又退居二線了。這其

間「學術」與「國家」的關係既有互補的

一面（如學亡則國亡、保國與保學），

也有緊張的一面（如究竟以「國家」的

象徵黃帝紀年還是以「學術」的象徵

孔子紀年）。而士人基本價值觀念和

國家認同（即是否承認「大清」為「中

國」）的暗中轉換，恐怕有相當的代表

性。

時人內心之中新舊思想資源混

雜、競爭和互動這樣一種至為複雜的

多層面緊張與外在的中西新舊之間那

複雜曲折的相互關係有直接的關聯，

而個體士人內心的緊張狀態大致也表

現在群體心態之中（程度容有不同，甚

二十世紀20年代可能

是中外「國家」實體競

爭最為淡化的時段。

此時與清季的最大區

別是「學術」與「國家」

的疏離：對強調「國

無學則不立」的清季

士人來說，國學既不

能「無用」，也不能不

是「國粹」；但對提倡

「科學無國界」的新文

化人來說，「學術」與

「國家」可以無關，至

少關係不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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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即有人提出，「新舊」之分有時

間意義和空間意義兩方面，前者以「現

在」為基準，「過去」為舊而「未來」為

新；後者則以本地所未前有之外來者

為新。由此角度看，「吾國今日新舊之

爭，實猶是歐化派與國粹派之爭」，基

本屬於空間意義的新舊bt。這一「空間

意義的新舊」不過是「中西」的代名詞，

且在多數時人認知中與時間意義的新

舊仍頗有關聯。

面臨這一局勢，新文化人創造出

一種在古今與中西之間換位的方式來

化解緊張。他們引入一個新的空間範

疇「世界」而賦予傳統與現代的時間區

分以新的含義：世界常常代表「新」的

未來，而中國則更多象徵&「舊」的過

去；空間上的「世界」雖約等於「歐美」

而未必包括「中國」，但只要時間上「現

在」的中國割斷與「已死的」歷史的聯繫

而認同於「正在生長」的「世界」，便可

以成為想像中的「未來世界」之一部

分。在這新「世界」Ð，不再有空間的

中西之分，大家都「正在生長」因而是

可能平等或正走向平等的成員（其實中

國人自己內心仍不認為中西平等，故

中國還要全面向西方學習）。

這樣一種充滿想像意味的特殊時

空互動在某種程度上給了新文化人一

種相對超越的地位，或者說他們常常

通過時空換位給自己營造一個超越古

今、中外二元對立的超越地位：時間

上的「現在」使它們輕易超越空間上的

中西對立，而空間上的「世界」又使他

們隨時可跳出（中國）「古代」的籠罩。

這樣，近年說得熱鬧的人我之別

（Other &/vs Self）理論對新文化人的詮

釋能力便相對有限，因為他們可以而

且實際上也確實通過時空移位而不時

轉換身份認同。雖然這樣的時空換位

基本是在「精神」而非「物質」領域Ð

進行（以歐美為中心的「世界」往往無意

接納甚至不那麼平等對待以「世界民」

自居的中國人），但仍給新文化人以超

乎尋常的自我批判能力，使他們可以

激烈反傳統且公然認同於西方而沒有

多少內心不安，因為他們正在為中國

再造文明，面向的是一個光明的未

來。

這就牽涉到晚清以來士人的一個

主要關懷（雖然是有重大分歧的關

懷）：要改善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究

竟是「溫故知新」、走「古學復興」之路

還是「面向未來、推陳出新」，再造一

個新的中國文明？兩種路向雖異，其

關懷卻同。毛子水曾說「國故」派的張

不過要為「『國』和『故』爭一個地

位」，實有所見。所謂「國」的地位，大

致也就是中國在世界上究竟處於一個

甚麼地位及時人對此的希望（即中國應

該處於甚麼樣的地位）；而「故」的地位

則多半意味&傳統（時人更多用「古代」

一詞）在「現代」Ð應否佔一個地位及佔

一個甚麼樣的地位；兩者在當時又是

緊密關聯和相輔相成的。

由於中國在近代中外「物質」層面

的競爭已明顯敗落，且新文化運動時

新舊士人關注的重心本來也多在「文

明」或「文化」層面，如果中國的「故」沒

有甚麼地位，則中國在「世界」上實際

等於無足輕重。這正是為甚麼不少五

四人說到「科學」便強調其「精神」和「方

法」並具體化為實驗主義和辯證唯物論

的一個重要潛因，而「科學」的兩大分

支實驗主義和辯證唯物論在實踐層面

又落實在胡適提倡的「整理國故」、顧

頡剛為首的「古史辨」和郭沫若為代表

的「社會史研究」之上。這既有中國學

人對考據方法相對熟悉而能有所為這

一技術層面的因素，也因國人隱顯不

毛子水曾說「國故」派

的張�不過要為「『國』

和『故』爭一個地位」，

實有所見。所謂「國」

的地位，大致是中國

在世界上究竟處於一

個甚麼地位及時人對

此的希望；而「故」的

地位則多半意味ú傳

統在「現代」�應否佔

一個地位及佔一個甚

麼樣的地位；兩者在

當時又是緊密關聯和

相輔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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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民族主義情緒在起作用。沒有科

學的支撐，國學便上不了台面；沒有

「國故」這一多數中國學者耳熟能詳的

具體治學對象，以方法為依歸的「科

學」便不能落在實處ck。

胡適當時就指出，整理國故是

「我們『最易為力而又最有效果』的努力

方向」。他特別強調，「東大與北大，

雖同為國立的，而在世界學術上，尚

無何等地位。要想能夠有一種學術

能與世界上學術上比較一下，惟有國

學」cl。實際上，那時比較有成就的也

只有國學，顧頡剛就注意到「別的科學

不發達而惟有國學發達」的現象cm。不

過，由於胡適自己帶頭轉變態度，以

及當時許多學人根本不承認國學是

「學」，尤其思想上相當對立且學術取

向也頗多歧異的北京大學和東南大學

的學人在「國故學即是文化史」一點上

達成了大致的共識，在這樣的思想與

學術互動中，「國學」一名終於不立，

最後還是中國所固有而西方學術分類

中也存在的史學被確立下來，「國學」

遂在反對聲中淡出思想和學術的主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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